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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黔东南“苗疆”六厅人口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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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苗有几何？ 民又几何？ 民、苗又为何？ 由于“民苗分治”和“苗界”不入编审，以少数民

族为主的黔东南“苗疆”六厅的户口在清政府奏报中存在严重漏记。 论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

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清代奏折档案及出版的汇编资料，根据清代黔东南苗疆户口稽查方式的转变，讨论

各朝所统计的户口实质和人口数量。 清代初次稽查发生于雍正年间招抚苗寨之时，雍乾起义后清查绝

户田产时进行了再度稽核，乾隆朝起便不再编查苗寨居民而只编查屯堡民户，道光后又增加了对苗寨内

客民的编查。 户口稽查方式的转变伴随着总人口和民族人口的变化，黔东南六厅，苗、屯、客等户籍身份

和汉、苗民族身份混杂并存。 随着这些多重身份人群杂处时对彼此生存空间的侵占所带来的矛盾，咸同

苗民起义爆发，造成极为严重的人口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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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自雍正年间（１７２３—１７３５）开辟苗疆，清王朝将曾作为“化外之地”的黔东南“生苗界”纳入直接

管辖，以雷公山为中心设立台拱、清江、古州、丹江、八寨、都江六厅，分属镇远、黎平和都匀三府管

辖。 起初，接受招抚的苗寨要查造户口、认纳钱粮，但很快爆发的雍乾起义让清廷放弃对苗民征收

赋税，也将基层管理之责委任于土官、土弁，不再对六厅苗寨进行户口稽查。① 清代黔东南六厅究

竟有多少人口？ 除了方志中个别年份的记载，也只有开辟之初官员模糊的估测。② 不少前辈学者

先后根据户部清册、奏折、地方志书等诸多材料估算过清代贵州省及各府人口，其中梁方仲指出同

光年间（１８６２—１９０８）镇远、都匀府和八寨、古州诸厅在户部清册奏报中的多次缺失，李中清指出

１７７５ 年后对西南土司地区的人口漏登，曹树基指出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对黎平府居住屯所外苗民人

口的漏记。③ 此类缺漏使得全省及府一级层面的人口数据无法反映一些造成重大区域人口减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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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文献之“苗”不同于今苗族，“不相统属”为苗。 本文所讨论的“苗民”实含侗、苗、水等族人民，详见张中奎《改土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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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比如咸同苗民大起义（１８５５—１８７２），所缺漏的具体对象和范围也难以辨明。① 各地方志虽有

苗、客等各类户籍人口数目的记载，但统计对象不一、时间不明，总难见各厅人口演变之全貌。② 根

据奏折、官员日记等材料对黔东南开辟与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由于其中有关户籍与人口的

信息较为零散，研究仍少。③

受启发于何炳棣、姜涛等前辈对清代基层户籍稽查制度的探讨，④研究多民族聚居地区的人口

问题，必须分析其复杂多变的户口稽查政策。 本文主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

院馆藏清代奏折档案及出版的汇编资料，根据清代黔东南苗疆户口稽查方式的转变，讨论各朝所

统计的户口实质和人口数量。 雍乾时缺少可靠的人口记载，以主理苗疆事务官员的奏折和日记

估算六厅的人口变化状况；乾隆朝后史料稍多，以贵州省民数奏报整理六厅民户人口，辨析地方

文献所载各类户口和民族人口结构特点；咸同后至清末仅古州厅在方志中有较明确记载，据此

讨论咸同战乱对人口造成的重要影响。 希望通过本文，为学者研究清代黔东南地区的社会经

济、人口压力、民族融合等问题提供更为准确的数据支撑，并为完善清代厅县级人口数据建设做

出些许贡献。

一、雍正开辟之初的“生苗”人口

雍正五年底，时任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八万里古州之地” “倾心内附”。⑤ 次年起，由鄂尔泰

统辖，升任贵州按察使的张广泗以及黎平、镇远二府官员开始在雷公山周遭的都匀八寨、丹江各寨、
九股以及清水江各处化谕招抚，并对抵抗的“顽苗”武力进剿。 所招抚的“生苗”各寨要编查户口、
认纳钱粮，这是清王朝对苗疆统治的国家化程序，因此主理官员的奏折中多有对苗寨户、口、丁数的

记载，以显示招抚的成果。 此时“生苗”地界几乎没有客民居住，后来的厅、汛、堡城也仍是苗寨，所
招抚之民众既已“化诲”，便由“生苗”变为清廷有效统治的民人，但仍以“苗民”谓之。

台拱、清江和古州外围地区以招抚为主。 由镇远府、协主导招抚台拱和清江一带苗寨，所呈报

的人口信息以户数和“男妇”名、口数为主；由黎平府、协主导招抚古州外围苗寨，所呈报的人口信

息以户数和人丁数为主，或仅报有户数。 雍正六年十月，镇远府知府方显奏报九股、清水江（大致

属台拱、清江厅）一带招抚 ４ ４７０ 余户，至十二月又新招抚 １ ０２１ 户，总共“已投诚五千数百余户”；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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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研究：以清水江为中心、历史地理的视角》，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２２１—２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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姗：《论雍正时期鄂尔泰苗疆治理思想的演变———以黔东南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卢树

鑫：《论清雍乾之际黔东南苗疆的社会结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谭志刚：
《雍乾时期贵州苗疆施治述论》，《历史档案》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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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八万里古州，或称里古州，其外四至各约两三百里地域称为外古州。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古州彝苗愿附版

图情由折》（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１１ 册，南京：江
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２４２—２４５ 页。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张广泗带兵克取小丹江情形折》（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
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１４ 册，第 １５８—１６２ 页。



由镇远邛水司官员、土推官上报招抚共 １ ３２０ 户。① 雍正七年正月，镇远又报招抚九股、清水江约

２０ 寨 ９２６ 户，总数达 ７ ７３７ 户。 同月，清水江高 、寨镐、加两、龙早等寨（后应属古州外围）接受招

抚的共约 ５ ７７６ 户，古州原本还有最早内附的“南自车寨、北抵乐乡”八万里古州之地，到四月时“近
委招抚古州……向化者已六七千户”，②则古州厅在设厅前所管户口共应有 １１ ７７６—１２ ７７６ 户，与
《古州厅志》所载“原奏报招抚苗民”共 ５７１ 寨计 １１ ５１４ 户③相近。 另外，贵州提督杨天纵在雍正七

年正月的奏折也有关于招抚苗寨的数目参考，“接壤镇远黎平边界地方清水江各处生苗……者磨、
反迷、反号、高婆、寨镐、加两、龙早等”④共 １６０ 余寨 ８ ９９０ 余户，与鄂尔泰奏折中地名有重合，减去

后四处由黎平知府招抚的、后划属古州厅的 ５ ７７６ 户，清水江者磨、反迷、反号等清江厅村寨共招抚

３ ２１４ 户，那么台拱地区所招抚或有 ４ ５２３ 户。 由于台拱和清江紧邻，奏折中未提及名称的村寨无

法判断属于何厅，但台拱和清江在雍正六年底招抚造册的苗民应有 ７ ７３７ 户左右。 表 １ 为根据鄂

尔泰和张广泗在雍正六年至七年的奏折统计出的所招抚各地苗寨户口情况。

表 １　 雍正六年至七年招抚苗寨的户口人丁

奏折、主理官员 地区 厅属 户数 名口数１

鄂折雍正六年十月
　 据镇远府知府方显、
　 协副将张禹谟

九股及小江羊翁、世盖等 ４１ 寨 台拱 １ ７７７ ７ ６７１

九股之台拱数寨 台拱 ２１０ ７８６

清水江一带 １６ 寨 清江 １ ５９０ ５ ７６７

　 土推官杨 九股之交汪等 ７ 寨 台拱 ６２０

　 邛水司副土官袁 清水江之者磨等 清江 ７００

鄂折雍正六年十二月
　 据镇远府知府方

九十月新增不详 台拱 ／清江 ８９３

十一月复招抚 台拱 ／清江 １ ０２１

鄂折雍正七年正月
　 据镇远府知府方

清水江反号等 ７ 寨 清江 ４１３ １ ４５２

清水江董敖、九股之陶赖 １３ 寨 清江 ５１３ ２ １８０

台拱、清江合计 ７ ７３７

奏折、主理官员 地区 厅属 户数 丁数

鄂折雍正七年正月
　 据黎平府知府张钺报
　 代理八舟司事吴 高婆等 ６５ 寨 古州 ２ ７９３ ５ ２４４

　 古州司土舍杨 寨稿等 ６ 寨 古州 ５１０ ４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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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清水江一带十六寨“编立保甲”，见《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添拨官兵进剿丹江各寨并九股等处生苗投诚情

形折》（雍正六年十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１３ 册，第 ７０９—７１２ 页。
鄂尔泰在十二月初八日的奏折中报的“四千四百七十余户”与十月二十日奏折所报总数“四千八百九十余户”
不符，二者范围都是九股、清水江各地，主理人都是方显，那只可能是方显、张禹谟在八九月招抚 ３ ５７７ 户之后，
方又招抚了 ８９３ 户，十二月鄂尔泰折未算上十月已报土官袁、杨所招抚的那 １ ３２０ 户。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复知府张钺方显暨府经历许登第等人操守折》（雍正七年四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１５ 册，第 ９９—１００ 页；但古州所化民众“未科粮编户”，见《云南总督鄂尔

泰奏陈办理八万古州苗地事宜并缴朱批折》（雍正六年十一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

朱批奏折汇编》第 １３ 册，第 ９１０—９１２ 页。
光绪《古州厅志》卷 １《地理志·苗寨》，《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１９ 册，成都：巴蜀书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２９９ 页。
《贵州提督杨天纵奏报丹江等处梗化苗人俱已慑服归诚折》（雍正七年正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１４ 册，第 ３５７—３５８ 页。



续表

奏折、主理官员 地区 厅属 户数 丁数

　 洪州副司林 加两等 ４１ 寨 古州 １ ９７０ ６ ８４０

　 生员胡 龙早等 ６ 寨 古州 ５０３ ７１９

鄂折雍正七年四月
　 据黎平府知府张 古州已化２ 古州 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

古州合计 １１ ７７６—１２ ７７６

张折雍正六年八月 八寨投诚、招抚 ２３０ 余寨 八寨 ６ ３００ 余 男女 ２０ ０００ 余

鄂折雍正七年正月
　 据张广泗 大小丹江 １１０ 余寨 丹江 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鄂尔泰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折、张广泗雍正六年八月二十日折、鄂尔泰雍正六年十月二十日

折、鄂尔泰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日折、鄂尔泰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折、鄂尔泰雍正七年四月十五日折所报内容整

理，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１３ 册，第 １７—２１、２２２—２２４、７０９—７１２ 页；第 １４ 册，第
１５８—１６２、４４４—４４７ 页；第 １５ 册，第 ９９ 页。

注：１．原文人口数单位，清代文献通常记“男妇大小□□名口”，名一般用于男性，口一般用于女性；
２．为古州之乐乡至车寨的核心部分，不含高婆、寨稿、加两、龙早等村寨。

台拱和清江厅也有未接受清廷统治的苗民，雍正六年十月鄂尔泰奏九股（台拱）化诲者已“十
之八九”，①则另有十之一二未接受招抚，那么台拱厅在设厅前总共应有 ５ ０２６—５ ６５４ 户。 而至雍

正六年底据张广泗奏报，镇远府官员称清江一带“情愿归附者已有其半”，②未受招抚的苗寨包括清

江南岸“顽苗之敢于抗拒”的公鹅、柳利、鸡摆尾等十余寨 ２ ０００ 余户。③ 这些起初不接受招抚的苗

寨，清廷或是尽力化导、或是武力征讨，最终必使全部受抚。 那么，算上已招抚的 ３ ２１４ 户，清江厅

在设厅前应有 ５ ２１４—６ ４２８ 户左右。
八寨、丹江、都江均涉及武力剿抚，相关奏折主要记载主理官员的估数或剿罢来降的户数。 至

雍正六年八月，八寨的招抚起先较顺利，共招抚 ２３０ 余寨 ６ ３００ 余户，“编过户口、认定钱粮，造册申

报”。④ 随后有不到 １ ／ １０ 的村寨“背约”杀害官兵和先前主降的苗民，并“入伙丹江”，于是八月至

十月张广泗组织对八寨地区反复的杨牌、杨尧、杨乌、乜告、交归、羊甲、番仰、番扛等苗寨进行剿抚，
并由此进剿丹江。 丹江地区是反抗清廷最激之处，“共计百十余寨”“壮丁有三四千人”并“胁制群

苗”“不下六七千人”。⑤ 雍正六年十一月间，张广泗率兵继续攻打大小丹江、黄毛、鸡讲等大寨，因
清军使用枪炮且焚烧数寨，苗民死伤、逃匿者难以详计，仅有的记载是鸡讲各寨至少有逾千户来降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添拨官兵进剿丹江各寨并九股等处生苗投诚情形折》（雍正六年十月二十日），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１３ 册，第 ７０９—７１２ 页。
《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报办理丹江招抚事宜就绪情形折》（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１４ 册，第 ２７５—２７８ 页。
其中惟公鹅一寨被剿灭，《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清江顽苗就抚攻克情形折》（雍正七年五月十八日），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１５ 册，第 ３３１—３３２ 页。
《新授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报化导生苗开通苗疆情形折》（雍正六年八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

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１３ 册，第 ２２２—２２４ 页；《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添拨官兵剿抚贵州丹江生苗情由折》
（雍正六年九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１３ 册，第 ３４７—３４９ 页。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添拨官兵剿抚贵州丹江生苗情由折》（雍正六年九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１３ 册，第 ３４７—３４９ 页；《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添拨官兵进剿丹江各寨并九股等

处生苗投诚情形折》（雍正六年十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１３ 册，第
７０９—７１２ 页。



并认纳钱粮，但未呈报造册的户口数。① 都江地区在雍正八年方才开辟，几乎没有人口记载。 雍正

八年二月前后，鄂尔泰调粤兵夹攻、剿抚并用，来牛（后都江厅治）一带“生苗”村寨“投抚认粮” ，②

但年底鄂尔泰认为该处未经严剿，常有“伏草伤人、偷牛盗马等事”，加上附近滚踪（后属古州西路）一
直未受抚，又派兵进剿来牛、滚踪、定旦一线，都江才算抚定。 虽有各寨头人陆续到营“造报户口，情愿

纳粮当差”，但也未呈报数目，③唯有依据《黔南识略》中的“通属苗寨一百有六”估计其数。④ 如果按

表 １ 中邻近的台拱地区寨均约 ４０ 户估算，那么丹江应有 ４ ４００ 户、都江应有 ４ ２４０ 户左右。
雍正开辟之初的黔东南“苗疆”究竟有多少人口？ 杨德芳认为李椅《南征日记》言新疆六厅苗

蛮“盘踞数十万众”可以理解为三四十万，即六厅约 ３０ 余万苗族人口。⑤ 马国君认为方显在《平苗

纪略》言古州、八寨、丹江、九股、清水江等生苗地界有“户口十余万，不隶版图”是指家户有十多万，
人口可多至 ６０ 余万。⑥ 二数皆源自主理官员估测，类似的估测还有张广泗所报“寨分千余，人丁户

口不下拾数余万”。⑦ 即使对比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后，六厅所在各县的总人口加起来约有 ８ 万多

户 ３８ 万人，也依然难以判断雍正年间来自官员的估测是否准确。⑧ 本文根据主理官员鄂尔泰、张
广泗和杨天纵等人的奏报，较为谨慎地估算黔东南六厅在设立伊始最低程度的户口数目，区分其中

招抚户数和总户数。 清江、台拱、古州、八寨、丹江、都江等六厅在其设厅之初总共管辖苗民（包括

未受招抚）近 ４ 万户。 如果按表 １ 中那些有详细记载口数、户数的比例（３．６—４．３ 口 ／户）估算，总人

口数应有 １４ 万—１７ 万；因认纳钱粮而查的名、口数可能会忽略部分妇女儿童，那么如果参照含更

详尽的雍乾之际清江地区苗民家庭结构信息的《南征日记》，按每户 ５ 口估算，最多可达 ２０ 万人。⑨

二、雍乾起义前后的人口减损

雍正十三年黔东南爆发的苗民大起义带来了极大的人口减损。 这次起义也常被看作清廷“开
辟苗疆”所遭抵抗的延续，因为从雍正七年至十年，各处因反抗招安或是堵截水陆而遭进剿的情形

从未宁息。 不同的是此次起义中有雍正七年已招抚造册的村寨，亦有不少对汛城和周遭各县民村

的直接进攻，因此清军的进剿程度比开辟之初更甚，“深远险僻之地，兵威无处不到，剿寨八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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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张广泗带兵克取小丹江情形折》（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
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１４ 册，第 １５８—１６２ 页；《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剿抚丹江一带生苗情形折》（雍正七

年正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１４ 册，第 ４４４—４４７ 页。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剿平定旦来牛等处生苗开通都江河路情形折》（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１８ 册，第 ２９１—２９６ 页。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剿抚古州滚踪等处叛苗情形折》（雍正九年四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

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２０ 册，第 ３０９—３１１ 页。
爱必达修，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识略》卷 ９《都江通判》，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９５ 页。
杨德芳：《从〈南征日记〉看雍乾之际“新疆六厅”的社会现状》，《贵州文史丛刊》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
方显著，马国君编著，罗康隆审定：《平苗纪略研究》，第 １１０、１１４ 页。
《新授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报化导生苗开通苗疆情形折》（雍正六年八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

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１３ 册，第 ２２２—２２４ 页。
剑河、台江、榕江、丹寨、雷山五县，加上三都县的都江部分人口（三合、都江合县前，都江人口约占两县总人口

的 ２８％）。 贵州省剑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剑河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１０８ 页；贵州

省台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台江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４７ 页；贵州省榕江县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编：《榕江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３０ 页；贵州省丹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丹寨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４２ 页；贵州省雷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雷山县志》，贵阳：贵
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９９ 页；三都水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都水族自治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

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９０ 页。
杨德芳：《从〈南征日记〉看雍乾之际“新疆六厅”的社会现状》，《贵州文史丛刊》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



余，皆痛加歼除，有未剿之寨……每寨皆献至数十百余人不等，务期凶逆净尽”。① 按张广泗战后的

估计，雍乾起义的苗民总伤亡竟不少于 ７ 万之众。 （见表 ２）

表 ２　 雍乾起义镇压、伤俘情况

类别 具体情况 数量

镇压村寨
（寨）

新疆内地附逆悖叛者 １ ２２４

　 其中倡谋党恶素称顽悍者，悉经剿毁、痛加歼除 ８３６

伤亡抓俘
（人）

各路临阵斩杀，割有首级、耳计验实者 １７ ６７０

临阵生擒并顺苗擒献赎罪者 ２５ ２２０

　 其中审系首恶要犯应解省质审结案者 ４００

　 其中审明即在军营枭示者 １１ １３０

　 其中审后释放之外应充赏为奴的逆犯家属 １３ ６００

临阵斩杀、枪炮中毙、焚寨、投崖、饿毙不下数万 （２０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

逃匿回寨病毙不止万人 ≥１０ ０００

合计不少于 （７２ ８９０，１４２ ８９０）

　 　 资料来源：《张广泗奏军务全竣酌撤官兵折》（乾隆元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 ２０９—２１１ 页。
注：“内地”指清平县旧管 ５２ 寨以及黄平、施秉等县“熟苗”（《张广泗奏攻克上下九股等处苗寨折》（雍正十三

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

史料汇编》（上册），第 １１８—１２４ 页）。 张广泗认为“内地”被“新疆逆苗”勾结，遂以招抚防范为主，其伤亡远不如

“新疆”各地严重，有记载被擒斩的近 ２ ０００ 名口，详见《张广泗奏清平等俱已宁贴折》（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张广泗奏清理内地苗民情形折》（乾隆元年九月初十日）、《王无党奏进兵九股等情折》（乾隆元年九月十七日），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
１２６—１２７、２０４—２０７、２０８—２０９ 页。

对伤亡的估计源于清军在战后的户口稽查，“经附逆之寨，逐为稽核，有十去其二三者，有十去

其五六，并有十去其八九者，统计现在户口，较之从前，未能及半”。② 负责清江一线的九溪协副将

李椅记述了几处清查村寨的详情。 以清江的九丢下寨为例，乾隆元年八月，李椅带兵剿毁曾“首先

附逆”的九丢下寨，定罪“逆苗”２５ 人、其妻儿家属 ５５ 人，属 ２２ 户。 九月，通事和头人清查绝户田

土，全寨余 ８０ 户，其中有 １２ 户 ５６ 人是“逆苗”的其他家属（未受牵连的父母、兄弟、姐妹等家属和

个别子女）。③ “逆苗”每户多至 ６ 人。 凭此估计，九丢下寨原应有 ９０ 户，雍乾起义后户数减少 １０
户，人口减少 ８０ 人，已算是伤亡较小的村寨。

人口减损因“悖逆”程度有所差别。 “大小丹江、上下九股，为恶最甚……古州、清江、高坡、八
寨等处，为恶稍次”，④八寨虽“为恶稍次”，却还有冒功诱杀降民之事，⑤且“余孽侵扰边界”；都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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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广泗奏苗疆善后事宜折》（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

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２１３—２２８ 页。
《张广泗奏苗疆善后事宜折》（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

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 ２１３—２２８ 页。
根据《南征日记》九丢下寨所有实名人口统计整理而得，其中“逆苗”妻儿先拿获移解 ４５ 人，后又陆续抓获 １０
人（李椅著，杨德芳点校：《南征日记》卷 ７ 下—卷 ９，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七辑上册，第 ４９６—
５０８、５４０—５７３、５８３—５８４ 页）。
《张广泗奏遵旨复议王士俊条陈折》（乾隆元年八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贵州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 １８９—１９３ 页。
《张广泗奏参副将冯茂折》（乾隆元年二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

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 １４３—１４７ 页。



区“上江地方苗民自有事以来，极为恭顺”，受波及不大。① 清江也有伤亡极大的村寨，南猛寨 ２ ／ ３
遭擒杀，仅余 ４１ 户，主理官员认为若再继续“尽除凶悍”，所剩人户无多，因此“不必再仿照办理台

雄、排咱之法”。② 在台拱、丹江的搜剿更为严酷，初次进剿时，丹江、台拱两地各寨依山险而逃亡众

多，后来便被搜山复剿。 清军对雍乾起义中“悖叛”村寨镇压之严酷远甚于雍正“开辟”之时，又或

可说，在先前已经因顽抗而遭进剿的村寨，到雍正十三年可能已无心无力参与起义，比如“安宁”的
都江上江地区和先前为大患、雍正末年却只“俱有百十余户”的柳利、公鹅大寨。③

战后疫病也是造成人口减损的另一大原因，“凡经兵火之地，无不患病之寨”。④ 台拱的交上寨

在战乱中原已伤亡惨重，进剿烧杀共 １６３ 口，后又报病死 ４７ 口，“存者无几”； ⑤清江的九甫寨受疫

病侵袭更为严重，原 １８０ 户，战乱擒剿 １５２ 口，又病死 １７２ 口，战后稽核时只余 ７７ 户 ３１２ 口，“俱卧

病难起，稍能支持者不过二三十人”。⑥ 这些即为户口“十去八九”“十去五六”的村寨。
按上节估算，如果雍正七年前后六厅初设时登记总人口在 １７ 万左右，而人口减损（包括充赏

为奴而迁移他地）至少在 ７ 万以上（譬如取中位数 １０ 万），则人口伤亡约 ５９％，与张广泗奏折中人

口不足原先一半的说法相符合。 假设雍乾起义的人口减损高达 １４ 万，而设厅时还有官员未曾估测

到的相当数量的苗寨，那么总人口达 ２４ 万也是有可能的。 可以估计，从雍正开辟苗疆至雍乾起义

结束，黔东南六厅的人口大致由 １７ 万—２４ 万减少至 ７ 万—１０ 万。

三、乾嘉道时期户口稽查与民户人口

雍乾起义后，人口减损严重，田多而苗民少，为恢复生产，清政府在黔东南各厅令免苗民赋税，
并不再稽查苗民户口，以免引发冲突，各朝只偶尔由土官或头人上报数据，部分迁徙深山的“生苗”
更不在统计之列。 大量“逆苗绝产”被分给屯军耕种，建成与苗寨间插分布的屯堡。 屯军户既有驻

军兵丁及其子弟、亟撤归农的贵州新兵，也有就近招募的汉、苗民人。⑦ 黔省每年查造上报的总民

数虽称包含“汉苗”两类，但黔东南六厅苗民因“番疆苗界不入编审”，无论是已设土司管辖的“熟
苗”还是远居深山的“生苗”，户口皆不被编审。⑧

乾隆四十一年，时任贵州巡抚裴宗锡本欲“确查实在数目，分别汉苗，一体开报”，但乾隆帝旋

即谕令“即速停止”，认为苗民“素不知有造报户口之事”，该举“必致猜惧惊惶，罔知所措”，因此裴

宗锡和其后数任贵州巡抚每年只将民户按“原编保甲”查实奏报。⑨ 这也证明六厅“民户”不包含

苗寨居民，仅是住居屯堡的民户或少量住居城内的汉民。 但乾隆四十一年对苗寨居民的户口稽查

仍在地方志中留下了痕迹，《清江志》详细记载了乾隆年间各土官所管苗寨户、口数，极可能是裴宗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尹继善奏贵州军务大局业已就绪折》（乾隆元年二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

所、贵州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 １４７—１４８ 页。
李椅著，杨德芳点校：《南征日记》卷 ６ 下，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七辑上册，第 ４０７ 页。
李椅著，杨德芳点校：《南征日记》卷 ２，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七辑上册，第 ６０ 页。
《张广泗奏撤兵缘由折》（乾隆元年九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

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 ２０１—２０３ 页。
李椅著，杨德芳点校：《南征日记》卷 ５ 上，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七辑上册，第 ２７７ 页。
李椅著，杨德芳点校：《南征日记》卷 ６ 下，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七辑上册，第 ４１５—４１７ 页。
郭松义、桑士光：《清代的贵州古州屯田》，《清史研究》１９９１ 年第 １ 期。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贵州巡抚爱必达奏报乾隆十四年民数谷数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档号 ０４—０１—３５—００１２—０４０；《清史稿》卷 １２０《食货一·户口田制》，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６ 年版，第 ３４８６ 页。
张双智、陈洪毅编著：《清〈圣训〉、〈皇朝经世文编〉选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５—２６ 页。



锡在任时查造却未上报的部分。① 《南征日记》与《清江志》记载之数相距约四十年，清江所属的苗

寨总数从雍乾之交的 １４３ 寨，增长到了乾隆中期的 ２２０ 寨。② 如表 ３ 所示，《南征日记》有载而《清
江志》仍存的苗寨却大多户数剧减，并未出现通常认为的乾隆时期高速人口增长。 李椅的记录已

是剿毁后尚存人口，经逐名查讯，殊为可靠，尚存者只有战前十分之一至十分之四五不等，却在乾隆

四十一年所存更少，其原因除了疫病，更可能是绝户田产被分授屯军，挤压了原来苗寨的生存空间。
清江地区坡高地狭，一寨难以扩大，只能另垦而居，村寨总数才有可能如此激增。

表 ３　 乾隆年间清江苗寨户数变化 单位：户

年份 乌沙寨 九甫寨 南岑寨 南冬寨 白汉寨 南孟寨 白谦寨 九甲寨 培鸠寨

１７３６ １２５ ７７ ７３ １４ １２５ ４１ ６０１ ６８２ １７

１７７６ ５０ ３０ ２０ ２０ ４０ ２５ ３０ ２０ ２５

　 　 资料来源：根据李椅著、杨德芳点校《南征日记》第 ４０７、４１７、５８８、５９６、５９７、５９９、６０３ 页与乾隆《清江志》卷 ４《食

货志·户口》相关内容整理。
说明：以上 ９ 寨选取两书皆有记载的村寨，以邻近村寨作为参照印证，南东（南冬）、南猛（南孟）皆为音译不同字。
注：１．另有寡妇 ２０ 户。

２．另有寡妇 ４ 户。

苗寨居民虽仍未稽查，但屯军户数开始详查。 从乾隆四十二年到五十八年，贵州巡抚每年仲冬

上报民数的奏折中增加了对九卫屯军的奏报，表 ４ 为按年整理的户口数和年增长率。 此九卫即清

江左、清江右、台拱、台拱属黄施、丹江、丹江属凯里、八寨、古州左、古州右。 此外，《清代苗疆屯堡

清册》也载九卫屯军原共设 ８ ９３７ 户，实共 ８ ９４４ 户，与乾隆四十二年贵州巡抚图思德奏折中的

８ ９３９户 ３８ ５８９ 名口最为接近，则《屯堡清册》所记也应是该年各卫屯军的详数。③

然而，早在乾隆三年张广泗安设屯军之时，各厅屯堡就已是这等规模，何以四十年来甚至略减，
反而从乾隆四十二年起每年新增数十至百余户？④ 这可能是因为起初屯军户数固定，即使生齿日

繁、乱象丛生，新增人口难以依赖有限的土地生存而只能别居，外来人口也只能寄籍、顶籍与兵丁杂

居。⑤ 《黔南识略》、光绪《黎平府志》、乾隆《镇远府志》、光绪《古州厅志》等方志所记的屯军户数，
也都是乾隆四十二年查造或者说是乾隆三年底的“原额”。⑥ 到乾隆五十八年后，贵州和其他省份

皆未再上呈“民数谷数折”。 各厅屯堡的户均人口亦有所差异，乾隆《清江志》记载各屯堡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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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乾隆《清江志》卷 ４《食货志·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２２ 册，成都：巴蜀书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４２５—４４０ 页。
李椅著，杨德芳点校：《南征日记》卷 ２，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续黔南丛书》第七辑上册，第 ５４ 页；林芊等：《明
清时期贵州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研究：以清水江为中心、历史地理的视角》，第 ２３３ 页。
８ ９４４ 户根据各卫加总而得，古州左卫比原额多 １ 户，台拱卫多 ６ 户，也不排除抄录错误。 见佚名辑《清代苗疆

屯堡清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２８４—３０４ 页。
“载共安屯 １２０ 处，共安屯军 ８ ９３９ 户”，乾隆三年十二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奏报苗疆屯田处所并进呈绘图事，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０８１１—０２６；各厅情形详见《张广泗奏革除苗疆派累厘定屯堡

章程折》（乾隆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合编：《清
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 ２４４—２４６ 页。
郭松义、桑士光：《清代的贵州古州屯田》，《清史研究》１９９１ 年第 １ 期。
爱必达修，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识略》卷 ９《八寨同知》《丹江通判》、卷 １３《台拱同知》《清江通判》、卷 ２２《古州

同知》，第 ９０、９４、１１７、１２１、１８１—１８２ 页；光绪《黎平府志》卷 ５《武备志·屯卫》，《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

辑》第 １７ 册，第 ４７７—４７９ 页；乾隆《镇远府志》卷 ２０《军制》，《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１６ 册，第
１７０ 页；乾隆《贵州通志》卷 ２２《兵制》，《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４ 册，第 ４３６—４３７ 页。 乾隆《贵州

通志》屯卫加总仅 ８ ５７９ 户，与前引乾隆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张广泗折描述相当，应是年中黄平营等尚未设归九

卫时之数，见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第 １９２ 页。



１ ９５８户 ９ １１７ 名口，户均人口约 ４．６６，略高于九卫屯军 ４．３ 左右的户均值。①

表 ４　 乾嘉年间黔东南六厅九卫屯军民户数

年份 户数 名口数１ 户均人口 年增长率（‰）

乾隆三年 ８ ９３９

乾隆四十二年 ８ ９３９ ３８ ５８９ ４．３２

乾隆四十三年 ９ ０１９ ３８ ９５４ ４．３２ ９．５

乾隆四十四年 ９ １３０ ３９ ３８８ ４．３１ １１．１

乾隆四十五年 ９ ３１３ ３９ ９０６ ４．２８ １３．２

乾隆四十六年 ９ ４１５ ４０ ３９７ ４．２９ １２．３

乾隆四十七年 ９ ５６１ ４１ １０５ ４．３０ １７．５

乾隆四十八年 ９ ７２８ ４１ ７４８ ４．２９ １５．６

乾隆四十九年 ９ ８１３ ４２ １１４ ４．２９ ８．８

乾隆五十年 ９ ８７７ ４２ ６２６ ４．３２ １２．２

乾隆五十一年 ９ ９４０ ４３ ０１８ ４．３３ ９．２

乾隆五十二年 １０ ０１０ ４３ ６２９ ４．３６ １４．２

乾隆五十三年 １０ ０８７ ４４ ２２８ ４．３８ １３．７

乾隆五十四年 １０ １６８ ４４ ８１５ ４．４１ １３．３

乾隆五十五年 １０ ３０７ ４５ ５３８ ４．４２ １６．１

乾隆五十六年 １０ ４４７ ４６ ０８９ ４．４１ １２．１

乾隆五十七年 １０ ５８２ ４６ ６４２ ４．４１ １２．０

乾隆五十八年 １０ ７１５ ４７ ３４６ ４．４２ １５．１

嘉庆二十五年 １２ ９１８ ５７ ００４ ４．４１ ≈６．９２

　 　 资料来源：乾隆朝数据根据历年贵州巡抚“民数谷数”奏报中“九卫屯军”民户整理，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０８１１—０２６；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０４—０１—０１—０３６８—０１１、０４—０１—３５—１１７７—０４５、
０４—０１—３５—１１７９—０１８、 ０４—０１—３５—１１８１—０１９、 ０４—０１—０１—０４１８—０２１、 ０４—０１—０１—０４３６—０１３、 ０４—０１—
０１—０４４８—０３３、０４—０１—３５—１１８５—０１７、０４—０１—０１—０４３０—０４６；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台北

故宫博物院 １９８５—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４０ 辑第 ７９５ 页、第 ４５ 辑第 ５３３ 页、第 ４９ 辑第 ７２８ 页、第 ５３ 辑第 ７４７ 页、第 ５８ 辑第

１７４ 页、第 ６６ 辑 １４９ 页、第 ７０ 辑 ０８７ 页、第 ７４ 辑 １９７ 页。 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数据根据各卫数目相加而成，见嘉庆

《重修一统志》卷 ５０２《都匀府》、卷 ５０３《镇远府》、卷 ５０８《黎平府》，《续修四库全书》第 ６２４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０、２７、１０３ 页。
注：１． 原文人口数单位，清代文献通常记“男妇大小□□名口”，名一般用于男性，口一般用于女性。

２． 若嘉庆《重修一统志》关于贵州部分为嘉庆十九年编查保甲时的情形，则年均增长率为 ８．９‰。

嘉庆十九年编查保甲时，黔省仍照旧谕对苗寨“无庸编查”，在“苗多于汉之处，悉照旧章，令土

弁督帅寨头稽查，按月将并无容留匪类实情赴地方官结报”。② 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六厅之九

卫在嘉庆二十五年（最早不过嘉庆十九年）共有 １２ ９１８ 户，男妇大小 ５７ ００４ 名口，户均口数 ４．４ 左

·１７·

①

②

根据乾隆《清江志》卷 ４《食货志·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２２ 册，第 ４２５—４２７ 页）各堡加

总而得。
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贵州巡抚曾燠奏为贵州省编查保甲全竣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
档号 ０４—０１—０１—０５５８—０３５。



右。 这也符合乾隆朝九卫屯军人口增长的规模。 然而，单古州的苗寨居民在嘉庆年间就超过

２７ ０００户，清江在乾隆年间就有 ８ ３２０ 户，八寨在乾隆初年就有近 ５ ０００ 户。① 因此嘉庆编查时黎

平、镇远、都匀府九卫的“民户”与“民数”，实际上并不包含苗寨居民，而仅是九卫居住于屯堡的屯

军户。 其中古州、清江、八寨三厅苗寨已超 ４ 万户，而嘉庆所查三厅民户仅 ７ ６１４ 户，那么嘉庆编查

时对此三厅苗民的漏记相当于少统计了约 ８４％的人口；假设六厅苗寨当时已达 ６ 万户，而黎平、镇
远、都匀三府嘉庆所查民户共 ２２８ ９８８ 户，相当于少统计了约 ２１％的人口。② 这也为回答曹树基在

《中国人口史》中对嘉庆二十五年编查是否漏记苗民的问题提供了证据。③ 从乾隆五十八年到嘉庆

二十五年，九卫民户的人口增长有所减缓，年均增长率从乾隆年间的 ８．８‰—１７．５‰下降至 ６．９‰。
乾隆时期屯堡人口迅速增长，除了耕作技术、作物、社会环境方面的改善，也有“依傍屯军、潜身汛

堡而眈眈苗寨”的外来客民大量涌入的原因。④

道光年间（１８２１—１８５０），外来客民迁入苗寨愈多，难以禁止。 道光六年，贵州巡抚嵩溥奉谕

“查办苗寨内住居汉民，免其驱逐，查明户口田亩、编入保甲”，只是不许再续增人户、续买田土，丹
江厅还将屯军和苗寨内客民一概“编联牌内”，但仍没有对苗民户口进行统计。⑤ 这意味着，从道光

六年起，客户也被正式归入民户编查。 对客民几乎每年复查，以期管理他们住居苗寨、买当苗产的

行为，遏制他们对苗寨田土的侵蚀。 汇报客民数目成为每年贵州巡抚上奏的惯例，一直持续到光绪

末年，只在咸同年间有所中断。⑥ 也因此，成书于道光二十七年的《黔南职方纪略》所载各厅客民按

置产类别所造的统计十分详细，却仍无苗寨人口的记录。

表 ５　 清代黔东南六厅苗、屯、客三类户口统计

厅名 年份
总人口 苗民 屯军（民） 客民

户数 口数 寨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清江

雍正六年 ６ ４２８ ０ ０

乾隆三年 １ ９５８ ９ １１７

乾隆十四年 １７７ １ ９１８ ８ ９３１

乾隆四十一年 １０ ２７８ ５０ ３８１ ２２０ ８ ３２０ ４１ ２６４ １ ９５８ ９ １１７

乾隆四十二年 １ ９５６ ９ １０８

嘉庆二十五年 ２ ９２５ １２ ３３８

道光二十七年 ３ ５２２ １４ ８５５ ５９３ ３ ９４３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乾隆《清江志》卷 ４《食货志·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２２ 册，第 ４２５—４４０ 页；嘉庆《古州

杂记》，《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１８ 册，第 ５７１ 页；乾隆《贵州通志》卷 １１《食货·户口》，《中国地

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４ 册，第 １８７ 页。
所查民户数，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５０２《都匀府》、卷 ５０３《镇远府》、卷 ５０８《黎平府》，《续修四库全书》第 ６２４
册，第 １０、２７、１０３ 页。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 ５ 卷（清时期），第 ２５９ 页。
罗绕典修，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职方纪略》卷 ６《黎平府》，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３２４ 页。
道光六年贵州巡抚嵩溥奏为派员查办苗寨内居住汉民户口田亩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朱批奏片，
档号 ０３—２８０２—０３９；罗绕典修，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职方纪略》卷 ５《都匀府》，第 ３１４ 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七日署理贵州巡抚曹鸿勋奏为光绪三十年复查保甲完竣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

处录副奏折，档号 ０３—５５１９—００２。



续表

厅名 年份
总人口 苗民 屯军（民） 客民

户数 口数 寨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台拱

雍正六年 ５ ６５４ ０ ０

乾隆三年 １ ７８６ ７ ２９８

乾隆四十二年 １ ７９２ ７ ３２２

嘉庆二十五年 ２ ６０１ １０ ６２８

道光十三年 １３ １７２ ６３ １４９ １６１ ９ ８９１ ４９ ４５５ ２ ８４４ １１ ６２２ 城内汉民４３７ 城内汉民２ ０７２

道光二十七年 ３ １３２ １２ ７９６ ２１４ １ ４２３

１９１９ １０ ６９１ ３０２ ９ ６２２ 汉民１ ０６９

古州１

雍正六年 ４５４ ９ １５５ ０ ０

乾隆三年 ２ ５１９ ９ ７２３

乾隆三十六年 ２９ ８１７ １４６ ２１３ ４５４ ２７ ２９８ １３６ ４９０ ２ ５１９ ９ ７２３

乾隆四十二年 ２ ５２０ ９ ７２７

嘉庆四年 ２７ ０００ １３５ ０００ ２ ８００ １０ ８０８

嘉庆十九年 ３０ ６７２ １４６ ４３６ ２５ ５６０ １２２ ０３０ ３ ４３５ １３ ２５９ １ ６７７ １１ １４７

道光二十七年 ３５１ ４ ６０２ １７ ７６２ ３ ７４８ ２４ ９２４

光绪三年 １８ ２８６ ６６ ９６３ １４ ６４４ ５２ ８９９ ２ ４４２ ９ ４２６ 附廓１ ２００ 附廓４ ６３８

八寨

雍正六年 ２３０ ６ ３００ ２０ ０００ ０ ０

乾隆三年 ５ ７２３ ３０ ０６２ ４ ９７３ ２４ ８６５ ７５０ ５ １９７

乾隆四十二年 ８１０ ５ ６１３

嘉庆二十五年 １ ２５４ ８ ６９０

道光十三年 １１４ １ ３７１ ９ ５０３

道光二十七年 １ ５１０ １０ ４６３ ７８０ ５ １８７

丹江

雍正六年 １１０ ４ ４００ ０ ０

乾隆三年 １ ７８０ ７ ９６１

乾隆四十二年 １ ８６６ ８ ３４６

嘉庆二十五年 ２ ７０３ １２ ０８９

道光十三年 １３０ ５ ３００ ２６ ５００ ２ ９５６ １３ ２１９

道光二十七年 ３ ２５４ １４ ５５５ １ ２６１ ８ ３８６

都江
道光十三年 １０６ ４ ２４０ ２１ ２００ ０ ０

道光二十七年 １０６ ４ ２４０ ２１ ２００ ０ ０ ４６６ ３ ０９７

　 　 资料来源：雍正六年苗民数据根据表 １ 整理；雍正六年、乾隆三十六年、嘉庆十九年及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古州苗、
客数据，见光绪《古州厅志》卷 １《地理志·苗寨》，《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１９ 册，第 ２９９、３０２ 页；乾
隆三年原额，见乾隆《贵州通志》卷 １１《食货·户口》、卷 ２２《兵制》，《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４ 册，
第 １８７、４３６ 页；乾隆十四年、道光十三年苗民寨、户数，见爱必达修、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识略》卷 ９《八寨同知》
《丹江通判》《都江通判》，卷 １３《台拱同知》 《清江通判》，第 ９１—９５、１１８、１２２ 页；乾隆四十一年清江数据见乾隆

·３７·



《清江志》卷 ４《食货志·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２２ 册，第 ４２５—４４０ 页；乾隆四十二年各厅

屯军户口数，见佚名辑《清代苗疆屯堡清册》，第 ２８４—３０４ 页；嘉庆四年古州数据，见嘉庆《古州杂记》，《中国地

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１８ 册，第 ５７１ 页；嘉庆二十五年各厅民户数据，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５０２《都匀

府》、卷 ５０３《镇远府》、卷 ５０８《黎平府》，《续修四库全书》第 ６２４ 册，第 １０、２７、１０３ 页；道光二十七年客户数据，见
罗绕典修、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职方纪略》卷 ５《都匀府》，卷 ６《黎平府》《镇远府》，第 ３１３—３１５、３２４、３２８ 页；１９１９
年台拱数据，见《台拱县文献纪要》，《苗蛮》（不分卷），《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２０ 册，成都：巴蜀书

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６１１ 页。
说明：斜体为估算值和加总数，估算保留整数；屯军口数取表 ４ 中年均增长率和同厅临近年份的口户比估算，

古州取 ８．９‰；客民口数按古州嘉庆时户均 ６．６５ 口，苗民口数按清江乾隆时户均 ５ 口估算；都江无屯军，苗民按寨均

４０ 户估算；所有整百户口数原文为概数“……余”；因“城内汉民”“汉民”“城乡附廓”等实际名目并不完全符合表

目，特别标出；《黔南识略》中清江、古州以外的苗寨数目应为李文耕续写，李于道光十三年在黔致仕，暂记为此年；
表中各厅屯军共计九卫。

注：１．光绪《古州厅志》既记载原奏报招抚 ５７１ 寨 １１ ５１４ 户，又载雍正六年招抚 ５７１ 寨 ３１ ５２６ 户，后者其实是乾

隆三十六年数目，因为该年划给下江厅 １１７ 寨 ４ ２２８ 户后古州厅实管 ４５４ 寨 ２７ ２９８ 户；按划拨的寨数比例推算，雍
正六年同域 ４５４ 寨应实有 ９ １５５ 户（若按划拨的户数比例推算则有 ９ ９７０ 户）；古州嘉庆十九年合境汉民 ５ １１２ 户

２４ ４０６名口分别屯、客记入。

随着客民涌入，道光年间黔东南六厅的民族人口比例自然会有所变化，非苗人口（汉民）究竟

增加多少？ 比例又如何？ 表 ５ 根据各厅方志和《清代苗疆屯堡清册》总结了苗户、屯户、客户三类

户口数。 以六厅中客民最多的古州为例，在嘉庆十九年编查保甲时，古州“合境汉民”总共 ５ １１２ 户

２４ ４０６ 口。① 这里汉民应当包括屯堡居民和客民，因为“合境汉民”多于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的

“民户”３ ４３５ 户 １３ ２５９ 口，也远多于道光年间才达 ３ ７４８ 户的客民。 《重修一统志》撰写至嘉庆二

十五年，但其中对古州的户口记载很可能就是嘉庆十九年编查保甲时的数目，否则古州若有嘉庆二

十五年的户口数送报编修一统志，却不载入本地方志，显得不太合理。 根据汉民“仅及苗民十之

二”，②可推测苗民约有 ２５ ５６０ 户 １２２ ０３０ 口。③ 实际上乾嘉时记载的古州苗寨已逾 ２７ ０００ 户，嘉庆

十九年苗民户数也不应少于此，因此汉民（包括客户和屯户）占总人口的 １５％—１７％。
若汉、屯之差即为客民，那么嘉庆十九年时客民就有 １ ６７７ 户 １１ １４７ 口。 客民户均人口达

６．６５，远超屯堡民户每户 ３．８６ 口。 到了道光二十七年，客民达 ３ ７４８ 户约 ２４ ９２４ 口（按户均 ６．６５ 口

计算），较嘉庆十九年年均增长率约 ２４．７‰，翻了一番还多；若屯堡居民还按年均 ８．９‰增长至约

４ ６０２户 １７ ７６２ 口，则总共汉民约有 ８ ３５０ 户 ４２ ６８６ 口。 即使苗民不增长，古州厅总人口至少有

３３ ９１０户 １６４ ７１６ 口（户均 ４．８６ 口），道光二十七年汉民最多可占古州总人口的 ２６％，较嘉庆十九年

有不小增长，但仍远低于乾嘉之际湘西三厅的比例。④

四、咸同起义后的古州厅

虽然从黎平、镇远、都匀三府数据上看，黔东南人口增长平缓，似乎 １９ 世纪中期的咸同苗民起

义并未造成太大的人口减损，⑤但方志所记载的情形却全然不同。 光绪三年距离“乙卯（咸丰五年）
变乱”二十余年，安定不过数年，“苗民累经创惩，疠疫继之，死者过半，其完好者惟洛本保往遂五里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光绪《古州厅志》卷 １《地理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１９ 册，第 ３０２ 页。 同书第 ３１７ 页“合境汉

民共（五）千一百一十二户”之语则有漏字，以第 ３０２ 页为准。
光绪《古州厅志》卷 １《地理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１９ 册，第 ３０２ 页。
该数字的估测同《榕江县志》，见贵州省榕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榕江县志》，第 ３０ 页。
乾隆二十一年前后，凤凰厅已编甲民户共有 ５１ ３８２ 口，而苗寨户有 ３１ ２２１ 口，非苗人口占 ６２．２％，见乾隆《凤凰

厅志》卷 １１《赋役·户口》，民国十九年钞本，第 ８—９ 页。 嘉庆凤凰、永绥、乾州等厅汉人比例约为 ３０％，见曹树

基《中国移民史》第 ６ 卷清时期（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１３０ 页。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 ５ 卷（清时期），表 １６—１，第 ６９６ 页。



与高平寨之民……汉民聚守城中，饥馑锋镝……度仅十存一二”，①已“十室九空，苗汉俱弊”，而苗

寨“周历按稽不及十之二三”。② 咸同苗民大起义持续十数年，六厅皆经战乱，人口减损严重，在各

厅方志中惟古州厅有较临近的人口统计，或可以此窥见六厅之情。
光绪二年，余泽春出任古州厅同知，“于丙子秋假守是邦，周历四境，力行保甲，稽查户口”，稽

查包括住居村寨或城乡附廓的所有汉、苗户口，统计各处户数和丁口，③这也是六厅苗寨首次被正

式归入保甲稽查。④ 此次不像乾隆《清江志》那样按土司管辖区域编查，也不像道光年间专统计客

户，反倒有些接近现代按城乡村落、街道统计户口，也就难以区分出客民。 《古州厅志》既载各类户

口总数（堡寨户 １４ ６４４ 户、丁口 ５２ ８９９，城内外附郭户 １ ２００ 户、丁口 ４ ６３８，总计 １５ ８４４ 户 ５７ ５３７
丁口），又详细记载了各寨、街、汛城的户数和丁口数，并标注其中的“生苗”村寨。⑤ 《古州厅志》所
载“丁口”极有可能是口数，而非丁数，原因有二：一是方志存在“共计男妇大小□万□千□百□十

□丁口”此类表述；二是黔东南苗寨居民本就不纳粮当差（至少不正式地纳粮当差），缺乏他省只记

纳税成丁而忽略实际人口的动机。
根据各寨、街、汛城详细户口统计数，光绪三年的编查中，记有户口数的地点共有 ３５９ 处，约

１５ ８９９户 ５４ ３１５ 丁口，与厅志记载的总数稍有出入，但基本一致，应该是当时计算上的偏差。 其中

标注为“西南路生苗”的约 ４９ 寨（约 １ ４５８ 户 ４ ２８４ 口）。⑥ 从雍正至光绪，大多苗寨已不再被称作

生苗，加两寨这样仍被视作生苗的属于少数。 这 ３５９ 处地名绝大多数能在《榕江县地名志》中找

到，经与现代地名比对，发现并未包含任何屯堡或屯堡所在原寨之名，那么该分寨户口统计也应未

包含屯堡居民。⑦ 表 ６ 分列出乾隆原额户数和光绪三年各屯堡户数，光绪三年分堡统计加总共有

２ ３７２户，两卫总计较乾隆初额减少了 １４８ 户，其中义正堡减少 １ 户备注有“水冲坏迨尽”、玉麟堡从

８５ 户减至 ５３ 户、建威堡从 ６０ 户减至 ２５ 户，且古州右卫的普安、顺宁等堡内皆稍有分化，可见该记

载更可能是光绪三年编志稽查时的实数，而非沿述乾隆初的原额，更与嘉道年间实际屯军民户数相

差甚远。⑧ 另外，《黎平府志》亦记载屯军户数，但有些堡户数与《古州厅志》相同、有些与乾隆原额

相同，即便将《古州厅志》可能漏记的归德堡 ４０ 户、丰裕堡 ３０ 户加上，光绪三年屯堡户数亦仅有

２ ４４２户，比乾隆时少 ７８ 户。⑨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光绪《古州厅志》卷 １《地理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１９ 册，第 ３０２ 页。 其中洛、本、保里即有

名的三里七十二寨团练，在抵御“斋苗”上起了重要作用，详见卢树鑫《再造土司：清代黔东南的社会治理及变

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２１９—２２１ 页。
光绪《古州厅志》卷 ３《田赋志·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１９ 册，第 ３１４ 页。 关于咸同苗民

起义情形，详见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增订本），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６１—２７８、３１３—３１５ 页。
光绪《古州厅志》卷 ３《田赋志·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１９ 册，第 ３１４—３１７ 页。
光绪后苗民虽被正式编入保甲归流，但清末贵州“查编保甲”折亦只汇报民数和客民数。
光绪《古州厅志》卷 １《地理志·苗寨》，《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１９ 册，第 ２９９ 页；同页还有“五百

二十六寨计二万一千一百八十二户”之语，但只实记有 ２７７ 寨，且寨名与光绪三年编查时有所出入，故该条应是

乾隆三十六年后至咸同以前某年情形，难以确定年份；同书第 ３１７ 页还有“城厢内外户口总共一千六百零”之
语，但总户数和丁口数有缺，如“……百□十□丁口”，难以判断其实质。
分寨户数根据《古州厅志》卷 ３《田赋志·户口》详载的各寨户数统计而得。
榕江县人民政府编：《贵州省榕江县地名志》，凯里市第一印刷厂 １９８７ 年印行。 唯一例外是《古州厅志》载有滚

纵各寨户口，但数目与玉麟、嘉会不同。
光绪《古州厅志》卷 １《地理志·苗寨》，《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１９ 册，第 ２９６ 页。
光绪《黎平府志》卷 ５ 上《武备志·屯卫》，《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１７ 册，第 ４７８ 页。



表 ６　 乾隆、光绪年间古州厅屯军各堡民户

卫名
乾隆三年—四十二年 光绪三年

屯堡名 户数 屯堡名 户数
原寨名

古州左卫 ２２ 堡

恩荣堡 ２００ 恩荣堡 ２００ 三保寨

德化堡 ２１ 德化堡 ２１ 三保寨

兴隆堡 ３３５ 兴隆堡 ３３５ 三保寨

增盛堡 ５０ 增胜堡 ５０ 三保寨

升平堡 ５０ 升平堡 ５０ 三保寨

安乐堡 １００ 安乐堡 １００ 三保寨

忠诚堡 ２００ 忠诚堡 ２００ 三保寨

和顺堡 ５０ 和顺堡 ５０ 三保寨

永清堡 ５０ 永清堡 ５０ 三保寨

仁育堡 ５６ 仁育堡 ５６ 三保寨

义正堡 １３ 义正堡 １２ 三保寨

锡庆堡 ４０ 锡庆堡 ４０ 俾受寨（俾寨）
长治堡 ２０ 长治堡 ２０ 军加寨

修文堡 ４０ 修文堡 ４０ 江边寨

太平堡 ２０ 太平堡 ２０ 贾头寨

鸣凤堡 ３２ 鸣凤堡 ３０ 加欧寨

怀来堡 ４０ 怀来堡 ４２ 邦受寨

玉麟堡 ８５ 玉麟堡 ５３ 滚宗（纵）寨
嘉会堡 ８０ 嘉会堡 ８０ 滚宗（纵）寨
清宁堡 １００ 清宁堡 １００ 好有（孖酉）寨
镇安堡 ５０ 镇安堡 ５０ 乌婆寨

靖远堡 ５０ 靖远堡 ５０ 乌婆寨

古州右卫 １８ 堡

寿昌堡 　 ４０
泰元堡 ５０
咸亨堡 ２５
富有堡 ４０
普安堡

敦厚上下二堡
９０

敦仁堡 ５０
崇义堡 ５０
维新堡 ２０
福善二
丰裕堡

１００

顺宁堡
归德堡

１００

平定堡 ５７
建威堡 ６０
信诚堡
升恒堡

１００

宣化堡 ５６

寿昌堡 　 ４０ 岑台寨

泰元堡 ５０ 八（巴）斗寨

咸亨堡 ２５ 岑翁寨

富有堡 ４０ 圭翁寨

普安上下三堡 ５０ 山婆寨

敦厚堡 ４０ 山婆寨

敦仁堡 ５０ 岭贾寨（岭寨）
崇义堡 ５０ 岭你寨

维新堡 １０ 寨倒（例）寨
福善上下二堡 ７０ 高婆寨

— — 高婆寨

顺宁上下二堡 ６０ 高表寨

— — 高表寨

平定堡 ５７ 乌弓寨

建威堡 ２５ 八妹寨

信诚上下二堡 ６０ 色同寨

升恒堡 ４０ 色同寨

宣化堡 ５６ 巨里寨

合计 ２ ５２０ ２ ３７２
　 　 资料来源：佚名辑：《清代苗疆屯堡清册》，第 ２８４—２８８ 页；光绪《古州厅志》卷 ３《田赋志·屯政》，《中国地方志

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 １９ 册，第 ３２８ 页。

·６７·



咸同起义二十年后，苗寨户口剧减，相比之下，屯堡户数几乎没有减少，这当然不是因为屯堡在

战乱中伤亡更少，相反，作为“盘剥勾引更甚于客民远矣”①的屯户，在起义中受创尤重。 由于军事

政治原因，屯军较先以旧制重新招设、恢复生产，其户口规模也先行恢复。 那么，加上屯军 ２ ４４２ 户

（按道光二十七年户均 ３．８６ 口算，约有 ９ ４２６ 口），光绪三年古州厅总人口应有约 １８ ２８６ 户 ６６ ９６３
口（户均 ３．６６），其中汉民（屯堡、城乡附廓）共 ３ ６４２ 户 １４ ０６４ 口，约占总人口的 ２１％。

即便已经休养生息数年，咸同后古州厅的总人口相较于道光年间减损也极其严重，总人口减少

了近 ５９％，倒退至乾隆前期的水平，户均口数也下降近 ２５％；汉民人口减少 ６７％，汉民占总人口比

例下降 ５ 个百分点，苗民人口较嘉庆时减少 ５７％—６１％。 清代全国各地在乾嘉年间的人口剧增和

咸同年间的人口锐减同样也发生在黔东南“苗疆”。

结　 语

由于“苗界”不入编审，在清政府的户口奏报中，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六厅人口漏记极为严重。
与同府所辖其它县相比，六厅由土官稽查、不受编审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极高，所以对“苗民”人口

的漏记几乎等同于对全六厅人口的漏记，以致于那些影响本区域的重大历史事件，无法从全国、省、
府级数据上得以反映。 奏折虽提供了较详细和真实的数据，但由于官员奏报的局部性和各厅辖域

的变化，这种估算并不完善，只可视作当时所管辖户口数量的最低值；锚定年均增长率或户均、寨均

人口数进行估算也会受到多种因素扰动，只能尽可能采用相近的参照。 但无论采取何种估算方法，
对户口统计对象和时间的判定都是极为重要的前提。

自雍正年间开辟苗疆，清王朝得以正式统御黔东南原为“生苗”的“新疆”之民，对其稽查户口、
起科纳粮。 不过数年，雍乾起义爆发，镇压行动造成了巨大的人口减损，此后清政府将“逆苗”绝产

分给屯军耕种，并转而对苗寨永不征赋，只由土官、土司自行稽查，分民、苗而治。 嘉道年间黔东南

六厅人口迅速增长，迫于外区域的人口压力，外来客民逐渐增多，客民也被正式纳入保甲编查，归为

民户。 清代史料中黔东南六厅的“民”“苗”并非只是汉苗民族之别，也并非只是居住堡、寨之别，而
是该户是受稽查在册的屯堡户、城内汉户、客户还是土司自行管辖而不受稽查的苗寨户。 屯堡住户

和客户多数是汉民，也有少部分来自其他民族。 总人口和民族人口的变化伴随着户口稽查方式的

转变，黔东南六厅出现了苗、屯、客等户籍身份和汉、苗民族身份的混杂并存。 随着人口增长，尽管

清政府尝试管理屯、苗、汉、客等多重身份人群杂处时对生存空间的相互侵占，咸同年间的各方矛盾

加上来自官府、土司的非正式剥削，还是激化成了蔓延十余年的战火，造成极为严重的人口减损，几
乎堪比同时期太平天国运动对长江中下游各省产生的影响。

·７７·

① 罗绕典修，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职方纪略》卷 ６《镇远府》，第 ３２７ 页。


